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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措施”：周恩来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

■ 徐祖哲

[ 摘 要 ]周恩来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十分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主持

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工作。在周恩来的重视下，电子计算机研制被列入了科学规划，

国家加大了对计算机学科建设的投入。随着对计算机等新技术的认识的不断深入，周恩来又感到发展计算

机等技术是一项非常重要和紧急的任务，提出和确定了四项“紧急措施”，大力加紧发展计算机、无线电

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研究工作。“紧急措施”将新技术从科学领域扩展到工业和国防领域，使以计算

机为中心的电子产业成为国家重器，保障了“两弹一星”事业的顺利进行，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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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了“向

科学进军”的口号。周恩来随后主持制定了“十二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科学

规划”）。他有远见地提出和确定了四项“紧

急措施”，即大力发展计算机、无线电电子学、

半导体、自动化，并将新技术应用于工业和国防。

周恩来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一、关注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保障科学规划的制定

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是 20 世纪 50 年代党和政府的一个重要举措。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科学技术迅猛

发展。而在我国，我们曾多年畅想的电气化、

机械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目标还远

未达到，也不能适应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国际

竞争的要求。例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

的装备与美军的差距十分明显，这表明我国的

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

领先水平。

为了促进我国的科技进步，保证科学研究

的顺利进行，1954 年，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

开始制定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中国科学院向

国家计委报送了对“长期计划意见”的报告，

附有各工业门类的专题报告。1955 年 1 月，中

国科学院院长顾问、苏联专家柯夫达建议中方

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2 月 12 日、4 月 7 日，

中国科学院党组和院长郭沫若先后向周恩来和

陈毅报告柯夫达的建议，提出组建全国科学研

究工作规划委员会，着手编制计划草案。4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的

报告，刘少奇在总结中认为柯夫达的建议很重

要，值得重视，责成计委、科学院落实，初稿

起草工作随即启动。［1］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需要充分发挥知

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将科技进步和知识

分子问题当成一个整体来考虑，他认为：“目

前党的迫切任务就是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对

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作出全面规划，使他们能

在工作中充分地发挥力量和不断地提高业务能

力。”［2］科学发展的攻关方向、项目审定、队

伍编制和人力物力调配等，当时都是由中央直

接决策的；而队伍建设、任务实施与人员管理

却由具体部门落实，需要众多知识分子参与。

［1］ 参见张柏春：《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山东教

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9 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97 年版，第 5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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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明确的政策、得力干部、统一组织与要求，

科学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容易上下脱节，遭遇困

难。

为了改进和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

密切党同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共中央指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及有关部门，先期

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将有关情况

及时报告中共中央。民盟中央费孝通等人将通

过调查了解到的知识分子问题，向中央统战部

作了反映。这个报告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他发现党内确实存在着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

才的倾向，即“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

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1］，这些问

题已经成为制定科学规划的严重障碍。

1955 年 11 月 23 日，在毛泽东处开会讨论

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周恩来作了有关知识分

子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

好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会议决

定，在 1956 年 1 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

决知识分子问题，并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央

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3］，下设办公

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此后，周恩来先后召

集中国科学院和各高校座谈会、全国政协第二

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国务院常

务会议、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会议，召

集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委和各群众团体负责

人开会，了解知识分子现状，布置调查研究任务，

组织领导同志交换意见。［4］

1956 年 1 月 14 日到 20 日，中共中央召开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共 1279 人出席，周恩

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

的前夕”，要根据时代发展潮流，适时提出“向

［1］ 参见中央统战部：《高级知识分子目前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70 页。　

［3］  十人领导小组包括：周恩来、彭真、陈毅、李维汉、

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　

［4］ 参 见《 周 恩 来 年 谱（1949—1976）》 上 卷， 第

522—523 页。　

科学进军”的计划，指出了当前在知识分子中

出现的典型问题，并研讨了相关的政策。［5］周

恩来在报告中将知识分子问题与发展科学技术

问题作为全党上下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工作提

了出来，要求摒弃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

倾向，提出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

措施。［6］当时的报道说，正是因为这次会议，

许多人把 1956 年称为知识分子的春天。“向科

学进军”成为全国的行动口号，中央领导带头

进行了一次科学普及，成千上万的干部职工读

夜校、搞革新，人们由此看到未来的希望。这

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既是知识分子的春天，也

是新中国科学发展的春天。它为正在进行的科

学规划制定提供了重要条件和保障。

1956 年 1 月 21 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听

取了科学院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等科学家

关于物理数学、生物地学、技术科学等科学工

作的报告。31 日，由周恩来挂帅，国务院成立

了科学远景规划小组。3 月 10 日，科学院三个

学部和秘书处根据科学规划初稿提出 53 个重大

项目。3 月 14 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

大会举行，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

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张劲夫任秘书长。规

划委确立了两大任务：一是迎头赶上国际先进

水平；二是在全国组建科学机构，科学规划的

制定工作全面展开。［7］规划委所属的计算技术

和数学规划组由华罗庚任组长，26 位委员中有

21 人曾留学国外，30 多岁的有 6 人，委员都是

科学家和数学家，依才聘用并不按资排位。［8］

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周恩来还要求

科学规划为生产服务、为国防服务、为发展科

学本身服务，三者要兼顾。他强调指出：要尽

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瞄准当时的新兴科学、

［5］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158—189 页。　

［6］ 参 见《 周 恩 来 年 谱（1949—1976）》 上 卷， 第

539—540 页。　

［7］ 参见《竺可桢日记》，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37 页。　

［8］  参见徐祖哲：《溯源中国计算机》，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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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同时根

据实际国力“重点发展”，避免力量分散，拖

延时日。先后参与科学规划制定的专家有 787

人［1］，这样大规模的科学家集聚与合作在新中

国还是第一次。

周恩来对科学家们的信任和尊重，以及为

他们提供的良好的创新环境，使科学家、科技

人员满怀热情参与到科学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工

作中。由于方向明确、组织合理，新中国的第

一个科学规划的制定始终保持着科学态度，作

为发展重点的新技术学科也按照规划要求实现

了预期目标。

二、在周恩来的重视下，                        
电子计算机列入科学规划

周恩来对发展电子计算机是十分重视和有

远见的。他认为中国应该迎接“在科学技术和

工业领域里的新的革命”。他在《关于知识分

子问题的报告》中认为，世界科学技术已经发

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

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

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

就象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

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

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

夕”。［2］周恩来用“电子自动控制机器”指代

电子计算机一词，不仅是用词斟酌，也反映出

他对将电子计算机列入科学规划的意愿和中央

决策的谨慎态度，而在大会讲话时，他直接提

出“计算机是新的技术革命”［3］。

 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讨论中，电子计算机曾

一度被认为未来发展前景是不明朗的，科学家

们在讨论计算机的起步和发展时，有赞同的，

有疑问的，当然也有反对的。许多人认为研究

和发展计算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当时新

中国经济实力有限，一个电子元件生产都要靠

外国帮助，科研机构的楼舍、汽车和电话都不

［1］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编著《周恩

来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0 页。　

［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81 页。　

［3］ 张柏春：《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第 208 页。　

够用，想生产那种谁都没见过的计算机，谈何

容易。针对这种情况，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讨论中举出了很多实例来

说明发展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他以水轮机的

设计和下棋的实例来说明，电子计算机可以代

替人的部分思维。作为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

他有理有据的发言对确定发展电子计算机起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4］经过几周的讨论，时任中

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就电子计算

机的研究工作，提出“先集中攻坚，后分散展开”

的方针，得到多数人赞同，成为实施科学规划

的一个基本原则。［5］

周恩来十分关心科学规划的制定。各组讨

论的要点也都及时汇报给周恩来，他不仅在听

取汇报时多次提问，而且亲自解决了不少涉及

新技术领域的任务、进度、人员、器材和经费

等重大问题。由于周恩来政务繁忙，许多问题

都是他在深夜抽出时间处理的。

1956 年 5 月 26 日，周恩来邀请制定科学规

划的300多位科学家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酒会，

勉励科学家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学习苏联

和其他一切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争取在 12 年

内使我国重要的和急需的科学技术部门接近和

赶上世界先进水平。［6］6 月 14 日，周恩来和毛

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中南海

接见了参加制定科学规划的 500 多位科学家。［7］

8 月 21 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1956—

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

及附件出台，其中规划纲要第 41 项就是关于

“计算技术的建立”，以电子计算机的设计制

造与运用为任务主要内容，并对预期结果、国

际先进水平和我国现状、解决任务的科学途径、

大体进度、组织措施和国际合作进行了具体说

明。［8］自此，电子计算机纳入到科学规划内容

之中。根据周恩来指示，中国科学院迅速集中

［4］ 参见涂元季、莹莹：《钱学森故事》，解放军出版

社 2011 年版，第 94—95 页。　

［5］ 参见张柏春：《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第212页。　

［6］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80页。　

［7］参见徐祖哲：《溯源中国计算机》，第 74 页。　

［8］ 参见张柏春：《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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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筹备，决定腾出西苑大旅社的三栋客房楼，

给自动化、电子学和计算技术三个研究所的筹

委会使用（半导体专业为研究室），并加快中

关村的科学院楼宇建设。［1］1956 年 6 月 19 日，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

1957 年末，计算所共有 185 位专业技术人员；

1958 年、1959 年计算所和 738 厂联合仿制成功

103 计算机［2］、104 计算机［3］，接受了水坝、

弹道等 20 余项计算任务，1959 年 5 月正式挂牌

建所。

三、提出和制定“紧急措施”，                 
促进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

我国电子计算机产业的起步和发展得益于

周恩来的高度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电子工业

是由军委通信部管理的。1951 年 10 月 29 日，

周恩来在军委通信部部长兼电信工业管理局局

长王诤《关于建设无线电零件厂和电子管厂的

报告》上作出批示，表示同意，并对设计、布

置、贸易谈判等问题作出具体批示。［4］1953 年

1 月，由华罗庚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建立了中国

第一个计算机研究组，任务是“研究电子计算

机的原理和设计，并实验其主要部分”。经周

恩来批准，1953 年电信工业局终于成为第二机

械工业部十局，所属的 738、718、774 等一批

北京酒仙桥地区的电子工厂，都参加了电子计

［1］参见夏培肃：《回忆我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

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三十年》，1986年编印，

第 19 页。　

［2］103 计算机是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仿苏联 M-3

机图纸试制，使用 700 多个电子管，内存先后使用磁鼓

和磁芯存储器，运算速度从每秒30次提升到每秒2300次，

1958 年 8 月 1 日调试成功，至 1965 年生产 48 台，现存

1 台在曲阜师范大学。　

［3］104 计算机是当时的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仿苏联

БЭСМ机图纸试制，使用4200个电子管构成22个机柜，

主机占地 200 平方米，内存为磁芯存储器和磁鼓，每秒

运算 1 万次，1959 年 4 月完成调试，生产 7 台，至 1960

年末统计，共完成“两弹一星”等 450 个课题计算。　

［4］参见《北京工业志·电子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

社 2001 年版，第 529 页。　

算机的生产，我国计算机产业在此起步。［5］

1956 年 2 月 10 日，周恩来致信苏联部长会

议主席布尔加宁，请苏联方面派出机械数学、

电子学、半导体物理、自控与远程操纵、无线

电工学等 16 门学科的科学家来中国短期讲学，

并帮助拟定科学规划。这些学科都是中国科学

界的主要空白点或薄弱环节。3 月 22 日，苏联

驻华大使尤金通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同意派出

16 位专家来华工作。［6］

3 月 29 日，苏联科学代表团到达北京。在

准备接见代表团时，周恩来注意到代表团 16 位

专家名单中有 6 位专家的专业是从事微电子、

计算机、自动化和通信等新技术领域的，这引

起了他的思考。他急召王诤和李强［7］询问情况。

他们二人了解国外电子技术发展情况，于是将

当时电子计算机的理论、用途、科研生产，特

别是军事应用动态一一报告。当时美苏已将电

子计算机看成是国力竞争的重要装备。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完成了 ABC 和 ENIAC 两台

电子数字计算机，并将其运用于科研、弹道计算、

飞机设计、电报密码等军用领域和工程设计，

人口调查和经济统计分析等民用领域。1952 年

冯·诺依曼还用计算机模拟了导弹发射和核爆

炸。［8］苏联比美国发展晚，应用规模也小许多，

偏重于以机电式为主的模拟计算机（解算装置），

1947 年开始研究电子数字计算机；1950 年完成

小型电子计算机，随后完成每秒运算 2 万次的

大型机，计算机仅作为弹道、输电线路等的计

算工具或教学。［9］

当周恩来得知电子数字计算机的文字处理

与解析功能如此强大，在国外军队中已成现役

装备，而我国对计算机的应用方面却还是空白

时，立即有了强烈的紧迫感。他认为必须下定

［5］参见鲁之玉、于致田、张伯义、申瑶：《王诤传》，

电子工业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0 页。　

［6］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547—548页。　

［7］李强是无线电专家，曾任广播事业局局长，邮电部

无线电总局局长、电信总局局长。　

［8］参见徐祖哲：《溯源中国计算机》，第 53 页。　

［9］参见陈厚云、王行刚：《计算机发展简史》，科学

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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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大力追赶，计算机必须和军事联接，必须

尽快应用于工业生产。曾参与我国计算机专业

筹备的原二机部十局副总工程师罗沛霖和原清

华大学电机系总支书记凌瑞骥在回忆那段历史

时说，当时周恩来听到我们目前做不了该项技

术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依靠一个部门力量

做不出来的计算机，在党中央，在国务院的领

导下，集中全国力量，难道还做不出来吗？”［1］

这句话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着周恩来对计算机等新技术的认识的不

断深入，他感到发展计算机在国家的工业生产

和国防方面的应用是一项非常必要和紧急的任

务，并因此提出和制定了一个“紧急措施”。

1956 年 5 月 20 日，“紧急措施”由科学规划委

员会提交国务院审议，7 月 5 日，科学规划委员

会正式印出“四项紧急措施”文本。“紧急措施”

包括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

这四个领域都是我国当时发展还是很薄弱，但

极具战略价值的科技门类。

为何当时将周恩来的这个决策称为“紧急

措施”？中国科学院的相关人士是这样回忆的：

周恩来审定科学规划文本时说，印出来的本子

这么厚一摞，国务院怎么抓，你们要把最紧急

的事情搞一个报告。于是规划中的重点项目就

成为“紧急措施”，规划与措施悄然并列。［2］

不过，为了保密，这个“紧急措施”的内容当

时并没有公开，而是在内部实施。

1957 年 1 月 1 日，按照周恩来的要求，“紧

急措施”的执行单位中国科学院、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签

订了“合作发展中国计算技术协议书”。三方

议定，用超常规办法集结人才，建立发展计算

技术研究基地。组织原则是“先集中，后分散”，

先从二机部、军队抽调专家集结到科学院计算

所，制造一台快速通用电子计算机，然后专家

返回原单位建立研究机构，发展计算机。［3］

1957 年中国向苏方提交的“中苏科学院合

作项目表”，第一项就是计算技术，“计算技

［1］徐祖哲：《溯源中国计算机》，第 89 页。　

［2］ 参见张柏春：《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第174页。　

［3］参见徐祖哲：《溯源中国计算机》，第 86—88 页。　

术科学研究与工业基础的建立”成为苏联帮助

中国进行的重大科研项目。这种技术转移是一

个技术体系，包括从理论、技术、器件到工艺，

从研发、生产到应用，从组织体系、机构到人

才培养各方面，并非只是仿制几台机器的技术

引进。根据“紧急措施”，中国科学院派出 20

人的赴苏实习队到苏联学习了 18 个月，回国后

他们都成为计算机专业的骨干人员和学科带头

人，在当时的实习队员中，后来走出了三位院士。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 6

年时间里开办了 4 期计算机和计算数学两个专

业的训练班，培训近 800 位学员，他们成为计

算机领域的中坚骨干。1958年，经党中央批准，

原学习汽车、电机、管理等专业的 287 名高年

级大学生转成清华大学定向培养自动控制和计

算机专业人才，其他高校也多次为计算机专业

调配学生。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王选就是其中一

位。他响应号召，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后来

成为著名的数学家，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创始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4］截

止到 1966 年，高校计算机专业入学学生超过

6000 人。［5］

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科学规划，使中国的

计算机科学从一个研究小组发展为专业研究所，

北京中关村成为“计算机的摇篮”；“紧急措施”

使电子计算机成为我国的一个涵盖科研、教育、

工业，国防的新兴产业，计算技术和计算数学

从科学学科提升为国家重器。

在国外对我国进行先进技术严密封锁的形

势下，中国科学院、军队、高等院校和企业的

科技人员用双手做出上千台电子管、晶体管、

集成电路计算机，完成了许多国家急需的高难

度课题，其中包括“两弹一星”和经济统计、

石油、电信、铁道、钢铁、造船、水利等许多

涉及国民经济的重大课题，还培养了十余万人

的计算机研究与应用的人才队伍。这些成绩的

取得与周恩来制定的“紧急措施”是分不开的。

［4］ 参见丛中笑：《王选传》，人民出版社、学苑出版

社 2014 年版，第 58 页。　

［5］ 参见徐祖哲：《溯源中国计算机》，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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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紧急措施”与“两弹一星”事业

在计算机的国防应用方面，周恩来也付出

极大的心思和精力。他亲自请国防部长彭德怀

参与讨论钱学森发展导弹的建议，经讨论后，

成立了国防部五院，任命钱学森、王诤为正副

院长。国防部五院的自动控制和计算机专业在

开展国防重大项目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7 年 4 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

所仿制苏联计算机缺少关键元件。李强得知此

消息后，立即进中南海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

批准通过外交途径办理。一个月后，计算机图

纸和一批“军用器材”运抵北京。这就是周恩

来领导下的“计算机速度”。

1965 年 3 月 16 日晚间，中国科学院传达了

周恩来关于开启人造地球卫星项目的指示。6月，

科学院完成“三图一表”的卫星方案，由钱骥

等直接向周恩来汇报。

1967 年，卫星工程 405 任务组在南京工作

一年，完成了轨道设计和测控系统软件。因“文

革”交通受限，周恩来听取汇报后，特派专机

将相关人员和程序接运回北京。1970 年 4 月 24

日，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发射后，东风计控

中心仅用 14 分 16 秒计算出了实际初轨。通过

2000 公里的大规模线路将多地接收到的轨道数

据安全传输到基地，有关省军区出动 60 万民兵

看护沿线每一棵电线杆。这是中国第一次远程

数据通信，没有观测船出海，也创造了一个世

界通信奇迹。

1969 年 5 月 24 日，周恩来在 905 乙计算

机［1］的立项报告书上批示：“照办，如可能，

争取更快一点。”［2］经过 23 个省市协作，上

［1］905 乙计算机是供国家 905 重点工程使用的一台大

型计算机，运行速度达到 350 万次，首创双处理器系统

结构，从单机模式跨入双机并行处理模式，这一突破对

我国巨型机研制产生深刻影响。

［2］赵建国、雷红英：《跋涉者——金怡濂》，新华出

版社 2008 年版，第 97 页。

海研制了集成电路，在科学家金怡濂等人的带

领下奋力攻关，该项目终于在 1976 年 12 月研

制成功，这是我国大型计算机从单机向并行模

式迈进的重要转折点，也实现了周恩来决心发

展计算机产业的愿望。

1999 年，随着中国科学院“两弹一星”工

程相关资料陆续公布，周恩来提出的“紧急措施”

的内容逐渐被人们知晓。在科技部主编的《中

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报告》中的计算机产业部

分，记述了“1956 年，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

选定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四项，

作为科学规划的‘四项紧急措施’”［3］的重要

内容。

2004 年，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和副院

长的张劲夫回忆说，当时如果没有周恩来提出

的“四项紧急措施”、没有那几项最重要的技

术配合，单独搞原子弹是不行的。他说：“第

一台计算机是电子管的，当时就起了很大作用，

主要为二机部（核工业）核武器研究所服务，

那个计算量太大了，没有这个计算机，几年也

算不出来。”［4］

2016 年是新中国第一个科学规划的制定和

周恩来提出“紧急措施”60 周年，也是中国计

算机事业发展和飞跃的 60 年。“紧急措施”奠

定了中国计算机的基础，周恩来为中国计算机

事业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真实体现出了“计

算机是一场革命”。

〔作者徐祖哲，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

通信科技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北京 100083〕

（责任编辑：宿 凌）

［3］参见科学技术部主编《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报

告》，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9 页。　

［4］科学时报社编《请历史记住他们》，暨南大学出版

社 1999 年版，第 32 页。　


